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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Niche: Based on DEA-Tobit Two-sta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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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nich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Guangdong province, uses the DEA-Tobit model to calculat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2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uangdong,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dong is 0.685 and 0.813 respectively, and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incubation stag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cultivation stage, and pure technology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jointly restric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pplied 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costs, the number of state-leve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 incubato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analy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bas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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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8日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是获取发展动力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广东要承担广东责任，体现广东担当，作出广东贡献，并同步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1]。而科技创新效率是评价地区科技创新品质的重要指标，因此研究如何提升广东自身的科技创新效率，对于更有效地推动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作出广东贡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有研究从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生态位阶段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探讨不足，而在此阶段如何跨越介于知识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死亡之谷”正是提升科技创新效率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从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生态位视角出发，构建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广东省各地级市在科技创新培育阶段和孵化阶段的科技创新效率差异，分析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促进科技创新跨越“死亡之谷”，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可行建议。
1  相关文献综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2]。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已经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技术生态位下，孵化阶段的科技成果产出环节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环节，被称为“死亡之谷”[3]，也是广东省科技创新推进的关键“堵点”，而创新过程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转化效率直接决定了技术生态位是否能够成功推进到市场生态位，即实现“一次跃迁”。
目前，学术界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探讨仍在持续。已有研究从研究工具上看，主要有数据包络分析（DEA）、随机前沿分析（SFA）、因子分析以及模糊综合评价等，每种工具各有其优劣。Charnes等[4]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衡量问题有很好的适应性。这种测度方式运用线性规划技术，不需要设定函数的形式，因此能有效规避主观设定函数的影响，并且不需要对所选指标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不需要任何权重假设，所有权重都源于决策单元的实际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赋权造成的误差；然而该方法不考虑测量误差存在的可能性，同时设置了确定边界，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缺陷[5]。Zhang等[6]提出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运用计量方法估计前沿生产函数，可以统计检验得出的参数。在测算过程中，SFA能够控制个体差异对测量的影响，减小个体冲击对测量的干扰，使测量结果能更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个体差异带来技术无效率；然而一旦生产函数设定错误，SFA极有可能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7]。因子分析定权法是一种以因子分析为前提和基础的、确定原始指标权重的方法，它所得到的权重值是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而不是传统因子分析中得到的公因子或主成分的权重。因子分析定权法的权重虽然来自客观数据，但由于它以因子分析为基础，在因子个数的确定和提取时存在牺牲原始数据信息的缺陷[8]。赵炎等[9]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在体现研究者的个人偏好和具体评价目的的需要等方面具有较好的表现，然而该方法主观性过强，致使评价结果难具有较高的说服力。由于每种研究方法各具优劣，而数据包络分析是评价地区或城市科技创新效率的主流方法[10]，因此，本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测算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以期能够更准确可靠地揭示广东省科技创新的发展状况。
已有研究从内容上看，主要分行业和地区进行研究。晏蒙等[11]采用DEA方法对我国各省份行业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横、纵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科技创新平均综合效率一般，并且区域间的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进一步缩小。王义新等[12]利用DEA-Tobit模型，基于价值链视角对我国36个工业行业效率进行分析，同时研究其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研发阶段平均效率较低，纯技术无效率是导致整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并发现科技创新投入并非越多越好，根据行业特点合理配置资源十分重要。康淑娟[13]采取基于SFA修正的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高技术产业下属17个行业的3个创新价值链环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该产业创新投入要素呈现出行业间不均衡，创新活动过程中也同样呈现出结构不均衡。乔元波等[14]采用三阶段DEA分析方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在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30个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演变处于收敛过程中。朱鹏颐等[15]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视窗模型分析福建省9个地级市科技创新效率的动态变化，并揭示其变动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表明福建省多数城市科技创新效率DEA无效，提升空间较大，且技术进步是制约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
综上文献分析可知，现有研究大多从国家和地区层面以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效率的视角进行研究。本研究将立足广东省级层面，从技术生态位阶段角度研究科技创新效率。
2  指标体系和模型的构建
2.1  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研究从技术生态位视角构建科技创新效率指标体系。技术生态位与科技创新的关联性可描述为：为具有发展前景的科技创新研究构建一个生态位保护空间（即技术生态位），通过反复的试错实验和利益相关者（新技术研究者和推动者、企业、潜在用户、政府及其他组织共同构成的）社会网络的学习过程，给予新技术孵化和发展成熟的机会[16]。研究科技创新效率，基于技术生态位的培育与孵化阶段这一视角，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培育、孵化每个阶段的投入产出指标，对于研究结果的呈现具有极其关键性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与相关研究成果，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分别从培育与孵化阶段的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选择相关测算指标[17-18]。
在培育阶段，投入指标主要考虑政府为科技创新研究构建生态位保护空间所投入的政策、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其中，政策投入可以用科技政策文件制定数量来表示；人力投入可以用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表示；物力投入可以用仪器设备费用来表示；财力投入可以用R&D经费支出中的基础研究费用等来表示。产出指标主要考虑知识产权的申请、受理、授权以及科技论文发表量等方面，因为知识产权是新知识与新技术产生的代表，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是中间产出成果的重要体现，是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19]。
在孵化阶段，主要考虑政府、新技术研究者和推动者为技术孵化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其中，人力投入表现为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财力投入表现为R&D经费支出中的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等；物力投入表现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技术投入表现为培育阶段的产出，为知识产权的申请、受理、授权以及科技论文发表量等。新技术孵化和发展成熟后给企业及社会带来的效益就是科技创新的最终体现，因此，选择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和工业利润总额作为产出指标。
本研究构建的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阶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
	松弛变量

	培
育
阶
段
	投入指标
	科技政策文件制定数量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R&D经费支出-基础研究费用
仪器设备费用
	X1
X2
X3
X4
	S1-
S2-
S3-
S4-

	
	产出指标
	专利申请受理量
科技论文数
	Y1
Y2
	S1+
S2+

	孵
化
阶
段
	投入指标
	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R&D经费支出-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
专利申请受理量
科技论文发表量
	X5
X6
X7
X8
X9
	S5-
S6-
S7-
S8-
S9-

	
	产出指标
	新产品产值
新产品销售收入
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增加值
工业利润总额
	Y3
Y4
Y5
Y6
	S3+
S4+
S5+
S6+




2.2  模型的构建
2.2.1   DEA-BCC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是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数理经济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20]，它是在1978年由Charnes等[4]创建的，该方法采用数学规划模型，对含有多项输入、多项输出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进行评价，本质上是用于判断决策单元是否位于生产可能集的“前沿面”上。生产前沿面是经济学中生产函数向多产出情况的一种推广，使用DEA方法和模型可以确定生产前沿面的结构，因此又可将DEA方法看作是一种非参数的统计估计方法[21-22]。
DEA方法有4个最具代表性的模型：CCR模型、BCC模型、FG模型、ST模型[4,23-25]。其中，BCC模型是分析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前提下决策单元的效率问题，所测算的效率包括综合效率（crste）、纯技术效率（vrste）和规模效率（scale）（三者之间的关系为：crste＝vrste×scale），能够将决策单元的技术有效性以及规模有效性呈现出来[26]，与本研究的实际情况更加相符，因此，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为DEA-BCC模型。其基本形式见式（1）：








式（1）中：θ为决策单元的效率值；X和Y分别为投人指标和产出指标的观察值；λ为决策单元的规模收益；n为决策单元个数，和分别为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松弛改进量。当θ＝1，且＝＝0时，该决策单元为强有效的决策单元；当θ＝1，而、≠0时，该决策单元为弱有效的决策单元，可能存在投入沉余；当θ＜1，则该决策单元是无效的，应该减少投入提高效率。
2.2.2   Tobit模型
Tobit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Tobit[27]于1958年提出，又称为截断式回归模型（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一开始用于研究耐用消费品需求的经济计量学。在科技创新效率的研究中，通过DEA测算出广东省各地级市的科技创新效率，以科技创新效率作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作为解释变量（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由解释变量的系数判断各种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及程度，对于有计划地调整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28]。由于科技创新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数值处在0～1之间，若运用最小二乘法，其参数估计会有严重的偏差，因而当被解释变量受到限制时，采用Tobit模型进行测算效果更佳。其基本形式见式（2）： 

         （2）
式（2）中：Yi为因变量；Xi为自变量；β为系数；εi为残差。下文同。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bookmark: OLE_LINK43]本研究所用数据源于2016－2018年的《广东科技统计年鉴》和《广东统计年鉴》。考虑到科技创新培育阶段和孵化阶段的创新效率研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将培育阶段和孵化阶段从投入至产出的科技成果分别向后推移1个数据统计周期（1年）。即为当培育阶段（孵化阶段）的投入指标为第A年的数据，产出指标选取的则是第A+1年的数据。
3.2  指标相关性验证
DEA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等张性”，即投入产出指标之间要求显著正相关，当投入增加时候，产出也相应的增加，因此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的检验，以确定指标选取的合理性[29]。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数据结果显示（见表2和表3）：科技创新在培育阶段和孵化转化阶段的投入和产出指标的相关系数比较高，同时在0.01的水平下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本研究选取的指标符合“等张性”前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运用该模型进行研究分析。
表2  2016－2018年广东各地级市科技创新培育阶段投入与产出指标的相关性检验
	指标
	X1
	X2
	X3
	X4
	Y1
	Y2

	X1
	1.000
	
	
	
	
	

	X2
	0.420**
	1.000
	
	
	
	

	X3
	0.479**
	0.921**
	1.000
	
	
	

	X4
	0.573**
	0.817**
	0.908**
	1.000
	
	

	Y1
	0.627**
	0.539**
	0.682**
	0.791**
	1.000
	

	Y2
	0.431**
	0.793**
	0.788**
	0.832**
	0.589**
	1.000






注：**表示在置信度（双测）为0.01时，相关性是显著的。下同。

表3  2016－2018年广东各地级市科技创新孵化阶段投入与产出指标相关性检验
	指标
	X5
	X6
	X7
	X8
	X9
	Y3
	Y4
	Y5
	Y6

	X5
	1.000
	
	
	
	
	
	
	
	

	X6
	0.619**
	1.000
	
	
	
	
	
	
	

	X7
	0.842**
	0.634**
	1.000
	
	
	
	
	
	

	X8
	0.670**
	0.921**
	0.789**
	1.000
	
	
	
	
	

	X9
	0.945**
	0.590**
	0.638**
	0.589**
	1.000
	
	
	
	

	Y3
	0.522**
	0.861**
	0.907**
	0.862**
	0.470**
	1.000
	
	
	

	Y4
	0.497**
	0.861**
	0.672**
	0.848**
	0.441**
	0.994**
	1.000
	
	

	Y5
	0.477**
	0.738**
	0.634**
	0.753**
	0.416**
	0.847**
	0.856**
	1.000
	

	Y6
	0.675**
	0.905**
	0.823**
	0.914**
	0.582**
	0.794**
	0.777**
	0.714**
	1.000



3.3  DEA-BCC模型的效率评价
运用DEAP2.1软件，分别评价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培育阶段和孵化阶段创新价值链的效率，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表4改正：表中双细线删；否则，在右大栏最左侧加“地级市”一行。
表4   2016－2018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结果
	地级市
	培育阶段
	孵化阶段

	
	TE
	PTE
	SE
	规模情况
	TE
	PTE
	SE
	规模情况

	广州
	0.774 
	1.000
	0.774
	drs
	0.341
	0.575
	0.592
	drs

	韶关
	1.000 
	1.000
	1.000
	−
	0.501
	0.550
	0.911
	irs

	深圳
	1.000 
	1.000
	1.000
	−
	0.852
	1.000
	0.852
	drs

	珠海
	0.754 
	0.792
	0.952
	drs
	0.657
	0.840
	0.782
	drs

	汕头
	0.225 
	0.234
	0.962
	irs
	0.776
	0.918
	0.845
	drs

	佛山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江门
	0.178 
	0.187
	0.957
	irs
	1.000
	1.000
	1.000
	−

	湛江
	1.000 
	1.000
	1.000
	−
	0.740
	0.815
	0.908
	drs

	茂名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肇庆
	0.385 
	0.437
	0.881
	irs
	0.958
	1.000
	0.958
	drs

	惠州
	0.316 
	0.323
	0.977
	irs
	0.948
	1.000
	0.948
	drs

	梅州
	1.000 
	1.000
	1.000
	−
	0.578
	1.000
	0.578
	irs

	汕尾
	0.439 
	0.949
	0.462
	irs
	1.000
	1.000
	1.000
	−

	河源
	0.729 
	1.000
	0.729
	irs
	1.000
	1.000
	1.000
	−

	阳江
	0.222 
	0.382
	0.581
	irs
	1.000
	1.000
	1.000
	−

	清远
	0.930 
	1.000
	0.930
	irs
	1.000
	1.000
	1.000
	−

	东莞
	0.447 
	0.744
	0.600
	drs
	1.000
	1.000
	1.000
	−

	中山
	1.000 
	1.000
	1.000
	−
	0.548
	0.564
	0.971
	drs

	潮州
	0.773 
	0.901
	0.857
	irs
	0.678
	0.685
	0.990
	drs

	揭阳
	0.210 
	0.299
	0.702
	irs
	1.000
	1.000
	1.000
	−

	云浮
	1.000 
	1.000
	1.000
	−
	0.487
	1.000
	0.487
	irs

	平均
	0.685
	0.774
	0.874
	irs
	0.813
	0.902
	0.896
	irs



注：1）TE为综合效率；2）PTE为纯技术效率；3）SE为规模效率；4）irs为规模报酬递增；5）drs为规模报酬递减；6）“-”为规模报酬不变。

从广东省整体水平出发，采用两阶段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作为划分的标准，分别按综合效率0.658和0.813划分高低，21个地级市一共可划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A类高培育效率-高孵化效率；B类高培育效率-低孵化效率；C类低培育效率-高孵化效率；D类低培育效率-低孵化效率。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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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6－2018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综合培育效率-综合孵化效率分布

A类型城市具有培育效率较高、孵化效率较高的特点，主要分两类：一类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科技创新效率较高的特点，包括深圳和佛山。它们具有发展基础坚实、技术成果易于产业化的特点，当地科技创新较为贴合市场实际需求，并且能对市场变化进行快速响应，科技创新成果的孵化效率比较高，未来主要发展方向是继续保持和提升科技创新效率，争取良性循环发展。另一类具有低投入、低产出的特点，包括河源、清远和茂名。这类城市的行业发展对于技术的要求较低，低投入低产出也是这类城市科技创新效率较高的原因。这类城市应该结合行业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投入总量，引进相关人才。
B类型城市具有培育效率较高、孵化效率较低的特点。其中，对于广州、珠海和中山，可能是缘于城市科技创新的主要技术成果更趋向于专业化应用领域，实现规模效益的难度较大，因而这些城市的科技创新主要处于难实现规模效益的专业化研究领域，因此这些城市在维持现有研发效率的基础上应该加大推进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力度，推动当地科技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而像潮州、韶关、湛江和梅州，可能的原因是目前科技创新与当地行业需求的契合度较低，因此这些城市应结合当地行业需求，转换科技创新方向。
C类型城市具有培育效率较低、孵化效率较高的特点。其中，揭阳、阳江和汕尾的行业投入产出比相对较高，缘于上述城市的行业大多具有技术附加值相对较低，且较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的特点，因此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应重点加强建设科研基础设施，从而提升科技创新培育阶段的创新效率；而东莞、惠州和江门，其原因可能是当地的产业发展依靠技术引进，并且这些产业的技术相对较难突破。
D类型城市具有培育效率较低、孵化效率也较低的特点，包括汕头。汕头可能缘于在科技创新孵化阶段不重视技术的消化吸收，投资策略缺乏科学性、规划性，并且大力发展在科技创新培育阶段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发展在短时间内很难在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的行业（如医药制造业、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因此，汕头应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并引进相关技术。
[bookmark: _Hlk34492649]综合以上分析，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配置结构亟待优化。研究考察期间，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综合效率无效是纯技术无效率与规模无效率双重作用的结果。在科技创新培育阶段，整体综合平均效率仅为0.685，且有8个地级市的综合效率不足0.500，其中纯技术效率偏低是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充分说明广东省科技创新基础培育阶段的研发实力在各个地级市的分配不均衡现象较为严重，科技新知识和新技术产出不足，需努力提高科技的产出水平，提升科技创新培育阶段的效率。在孵化阶段，整体综合平均效率为0.813，也是科技创新综合无效率的表现，主要是科技创新投入中存在资源浪费、配置不佳的现象，需对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科技创新与创业、产业化，使三者充分融合，以此来解决科技创新综合无效率的局面。
3.4   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3.4.1   Tobit回归分析
Tobit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见式（3）（4）：


3.4.2  理论假设
在建立Tobit模型时，将科技创新培育阶段和孵化阶段的综合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投入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一般来说，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等要素的投入越多，科技创新的成果就越显著，但当投入出现冗余时资源就可能会出现浪费的情况，整体的效率也就会降低，因此本文从投入指标的角度提出一系列相关假设，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本研究相关假设
	阶段
	假设

	培
育
阶
段
	H1：科技政策文件制定越多，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H2：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越大，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H3：R&D经费支出-基础研究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H4：仪器设备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孵
化
阶
段
	H5：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越大，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H6：R&D经费支出-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H7：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越多，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H8：专利申请受理量越多，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H9：科技论文发表量越多，科技创新效率就越高


3.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Tobit回归分析，验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具体数据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看出，在科技创新培育阶段，科技政策文件制定数量、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科技政策文件制定数量与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投入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因此假设H1与H2成立；R&D经费内部支出-基础研究费用、仪器设备费用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即R&D经费内部支出-基础研究费用与仪器设备费用投入越多，资源浪费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低，因此假设H3与H4不成立。在科技创新孵化阶段，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R&D经费支出-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投入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因此假设H5、H6与H7成立，且三者对孵化阶段科技效率的贡献度为：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科技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专利申请受理量、科技论文数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专利申请受理量与科技论文数投入越多，科技效率越低，因此假设H8、H9不成立。
表6   本研究相关假设的Tobit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阶段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值
	P值

	培
育
阶
段
	X1
	23.827 210
	52.079 860
	0.457 513
	0.647 3

	
	X2
	3.195 721
	3.701 962
	0.863 250
	0.388 0

	
	X3
	− 0.015 672
	0.014 806
	− 1.058 505
	0.289 8

	
	X4
	− 0.037 038
	0.165 853
	− 0.223 317
	0.823 3

	
	C
	0.632 079
	0.114 690
	5.511 193
	0.000 0

	孵
化
阶
段
	X5
	4.877 970
	7.123 562
	0.684 766
	0.493 5

	
	X6
	24.515 730
	25.012 460
	0.980 141
	0.327 0

	
	X7
	17.358 650
	20.713 750
	0.838 026
	0.402 0

	
	X8
	−0.117 069
	0.103 069
	− 1.135 840
	0.256 0

	
	X9
	[bookmark: OLE_LINK23]−11.993 390
	15.810 730
	− 0.758 560
	0.448 1

	
	C
	0.810 543
	0.058 276
	13.908 680
	0.000 0


[image: 4862a184d40e7a8f15616c72878ad52]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广东省各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技术生态位视角出发构建科技创新效率评价体系，运用DEA-Tobit模型分析各地市级的创新效率情况与影响因素。DEA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各地级市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在培育阶段的平均综合效率为0.685，孵化阶段的平均综合效率为0.813，孵化阶段的整体科技创新效率高于培育阶段，尤其是培育阶段仍有较大的效率提升空间。Tob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培育阶段，科技政策文件制定数量、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R&D经费内部支出-基础研究费用、仪器设备费用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科技政策文件数量的影响程度最大，科技政策文件数量每提高1%，科技创新效率能够提高23.827%；在孵化阶段，R&D经费支出-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专利申请受理量、科技论文数与科技创新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且R&D经费支出-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费用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若两要素分别增加1%的投入，则能使科技创新效率分别提升24.516%和17.359%。
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从技术生态位的角度为促进广东省科技创新跨越“死亡之谷”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bookmark: _Toc6747547][bookmark: _Toc6941373]（1）充分利用粤港澳协同创新优势提供知识产权保障。统筹协调广东省产业跨区域间的创新合作，充分利用广东省各类科研设备、样品样本、科技创新载体平台等资源，结合香港、澳门的金融、知识产权服务和高端人才等优势，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和服务中心，推动粤港澳三地知识创新、科技应用和金融服务的协同发展，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保障体系，为三地创新技术知识产权的落地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2）构建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培育与转化服务平台。通过建立企业最新需求库与企业直接沟通，有利于研发主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并根据科研方向定期有针对性地推送企业需求，使科研活动更有方向性；提供专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咨询，由技术转移咨询专员帮助规划科研成果产业化路径，针对不同科研成果提供定制化产业落地方案。通过高效对接科技成果研发与市场化环节，实现资源互通，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3）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的直接和间接投资，引导民间资金资助科技创新活动。根据《科学技术指标2019》，我国每年R&D经费中基础研究比重均较低，2017年仅为5.5%，远低于美国（17%）、日本（15.7%）、韩国（14.5%）[30]。可见广东省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此外，可适当借鉴欧美经验创新资助方式，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力量，将政府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转变为间接的股权、债权形式，通过融资途径引导民间资金流向科技创新活动。同时，政府可与金融机构同担风险进行共同资助，通过政府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建立投资公司等，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投资。
（4）提高企业在基础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引导企业加强原始性创新研究。2017年我国R&D经费中企业投入占比高达39.4%，但在基础研究投入部分企业投入占比却不足4%，基础研究经费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约57.4%）、日本（约37%）等国家的基础研究中企业投入均占比较高[30]。因此，广东省应从执行主体结构完善基础研究体系，提高企业在基础科研中的比例。对从事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基础科研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补贴；同时，通过政府技术采购、财政拨款、商业采购等多种方式降低企业研发风险，以政府资金为引力推动企业资金注入科技创新中。
（5）扶持设立服务于科技创新的金融公司。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运用，优化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型，打造数据化、自动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模式，并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6）注重学科融合创新和执行主体协同创新。注重学科交叉，知识、技术、产业之间深度融合，整合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创新研发载体优质资源，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技术创新平台，在细分行业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关键核心领域开展创新项目合作，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形成全产业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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